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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科之利: 科举时代专经现象述论
———兼论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丁 修 真

(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摘 要: 科举专经，是指科举考试中所出现的科举群体对特定经书的依赖现象。该现象发端于唐，

积淀于两宋，至元明而蔚为大观。学界对此虽已有不少关注，但就科举专经的历史演变，其所内含的科

举意义等方面尚未见专论。相较于地区文化、经济等背景因素，科举人才的成功与专经取向的关联更

为直接。科举地理所呈现的人才分布与地区差异，是长期以来科举专经制度与地方科举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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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人才地理研究而言，“确定一个人之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的主要因素来自何方，产生在何

地”无疑是相当重要的问题。①围绕此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的讨论。②不过在部分研究中，人们往往

习惯于固定的分析模式，从而使得结论上缺乏新意。③以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 下文简称“科举地理”)

为例，通过对地区科举群体著籍地的统计与分析，进而探讨地区间的文化、经济差异，乃至地区学术史、
家族史、地方社会流动等内容，已成为该研究的基本题意。只是学者惯论的地区差异、经济环境、家族

学风等因素，究竟如何与科举人才的成功之间达成更紧密的联系，似乎仍需更合适的视角做进一步的

阐释。
为此，笔者注意到，以下的一些研究，虽非专注于科举地理的讨论，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艾

尔曼发现，在明代早期科举录取中，《春秋》经占据有相当高的比例，至明代中后期，这一优势地位逐渐

为《尚书》取代。④杨晋龙则指出，明代所有参加科考的士子，选择《诗经》的人数，一度达到总人数的

34%。⑤日本学者鹤城久章通过对明代乡试录的统计，将以上现象以“专经”概念命名。⑥吴宣德则以明

代会试录为基础，分析了明代国家科考五经的录取现象，为专经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上的解释。⑦而在科

举家族的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经书的选择与世代研习，是科举家族形成的重要前提。⑧陈时龙的研

究，综合前人的问题意识，通过对明代江西安福县《春秋》经的考察，揭示了地域专经与地方科举之间的

内在联系。⑨

可见，上述研究所提出的“科举专经”现象( 即科举士子的成功与否，与其选择的经典存在密切关

联) ，实际上已触及“人才成功的因素如何产生”这一重要问题。鉴于学界目前对该现象尚未有系统的

阐释，对该现象所内含的科举地理的研究意义更缺乏注意，本文拟就科举专经的历史进程加以梳理，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科举专经与科举人才之间的具体关联。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科举时代的专经现象

目前关于科举专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代。故本文的讨论，亦先从明代的基本情况入手，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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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上溯，论其源流。
首先来看两则明代人的科考事例。第一则是李贽对其科考经历的回顾:

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
窃禄。⑩

另一则是嘉靖二年会元李舜臣的事例:

余年十二三时，先大夫议所读经，忆为三字入覆皿中，默祷于庭曰，《易》、《诗》、《书》、惟吾所

当为。手焚香探得“书”字，余盖用《书》叨举进士。瑏瑡

李贽为福建人，李舜臣为山东人，二人地域不同，但科考经历颇为相似。李贽三度更换所习经书，

最后以《尚书》中举，李舜臣则直接忽略《礼》与《春秋》，从《诗》、《书》、《易》三部经书中选择专研对象，

同样以《尚书》中第。二人事例表明，明代五经中的《诗》、《书》、《易》似乎更为士子所钟爱，《礼》与《春

秋》则颇受冷遇。其中原因，嘉靖十七年前后出任浙江提学御史的陈儒指出:

近来学者，因《礼》经卷帙浩繁，难于诵读，及因《春秋三传》迭出，而主司或主比，或主合，或主

传，纷无定见，难以迎合，是故弃而之他经者往往而是失，今不为之处，圣经几于孤矣。瑏瑢

可见，二经之所以不受士子所喜，原因就在于“卷帙浩繁，难于诵读”。昆山人顾潜于弘治十七年提学北

直隶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春秋》、《礼记》同为圣人垂世立教之书，近时学者苦其卷帙浩繁，习者渐少，深惧久而愈失其

传，提调官即同教官择诸生中年少资敏者令其改习。瑏瑣

那么，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又是形成于何时的呢?

揆诸文献，我们发现在北宋时期，人们便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存在“决科之利”:“人有习他经，既而

舍之，习《戴记》，问其故，曰: 决科之利也。”瑏瑤看来，在科举时代，追逐“决科之利”应该是科举士子具有

的共识，只是时代不同，“决科之利”的内容也不一样。故要充分认识这一历史现象，还需进一步考察其

背后的历史成因。
明人指出，士子对《礼》与《春秋》的冷落，主要在于“卷帙浩繁，难于诵读”。这样一种“趋易避难”

的科举现象，可以追溯至唐代。在当时的考试科目中，依据各经的字数篇幅，有大、中、小经的等级划

分瑏瑥，各经的考核期限也不一样瑏瑦，其中《礼记》、《左传》二经因字数最多、篇幅最长而位列大经，考核时

间也最长。也正是由于“春秋三传”及“二礼”过于冗长瑏瑧，在考试中不为士子所喜。开元年间，国子司

业李元瓘上言道:“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

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即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瑏瑨

由此可见，时人争习“三礼”中篇幅最短的《礼记》，而《周礼》、《仪礼》无人问津的情况。同时期的杨玚

也指出:“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恐左氏之学废，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亦请量加

优奖。”瑏瑩为平衡各经的研习人数，政府也曾调整各经的录取与考核方式。例如在明经科的考试中，规定

“若大经中能习一传，即放冬集”，即使如此，“学者尤十不一二”，“今明经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趋少就

易，‘三传’无复学者”。瑐瑠

至北宋，专经的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科举考试的一大变化，是逐渐确立起经义为主的取

士标准。瑐瑡王安石变法，明确规定科举取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
《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瑐瑢开专经选士的先河。虽然新政不久便改弦易辙，经义作为取

士标准也是屡有变更，瑐瑣但终宋之世，专经录取的考试方式一直得以保留。
专经试士，意味着士子只要专研一部经书便可折桂科场，使得“趋少就易”的风气更为盛行。南宋

绍兴年间，时人指出，习《春秋》、《礼》经者已几于绝迹。瑐瑤对此，宋人一方面承袭唐人的做法，在录取环

节上给予区别对待，瑐瑥另一方面，又设计了分经取士的办法，在考试中规定各经的录取比例，以此来引导

士子对经书的选择与研习。此方法最早见于熙宁变法期间:

诏自今在京发解并南省考试，《诗》、《易》各取三分，《书》取二分，《周礼》、《礼记》通取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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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御史黄廉言:“前岁科场逐经发解，人数不均，若别试所治《诗》者十取四、五，治《书》者才及其

一。虽糊名考校，务取实艺，然学者均受经业，不容优劣相远如此! 乞自今于逐经内各定取人分

数，所贵均收所长，以专士习。”故有是诏。瑐瑦

这样一种取士制度的出现，目的就在于保证专经录取的最低与最高限度，以免各经之间出现过于

悬绝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政府在考试的录取排名、考题设置等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瑐瑧上述举措

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习《春秋》的人数有所上升。至南宋末年，专经的风气，已经由

“《诗》者十取四、五，治《书》者才及其一”的局面转变为《尚书》独大。瑐瑨而在“以专士习”的引导下，专经

不仅成为个人选择，更是成为家族科举的必经之路。叶梦得指出:“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

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

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瑐瑩在一些科举发达地区，专门于《诗》、《尚书》的地域专经现象也在逐渐形

成。瑑瑠

经书的天然形态与士子“趋少就易”的本性，使得科举人才从科举制度设立伊始便对特定的经书产

生了依赖。然而，专经的实质是“偏经”，这就使得国家在取士过程中不得不加以调整，从而产生了分经

取士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该制度能够保证各经最低限度的录取人数，但也意味着选择比重更大的经

书，将会有更高的中举几率。这样一种政策，引导着科举人才追逐“决科之利”，行之既久，遂演化为群

体性与地域性的科举行为。

二、科举文献中的专经现象

为获得对专经现象更为直观的认识，接下去的讨论中，本文将对不同时代的科举名录加以量化分

析，瑑瑡以考察以下的问题: 一是专经现象在明代科举考试体系中如何体现? 二是专经现象在不同时期又

有哪些具体的差异?

笔者首先统计了明代南直隶 64 科乡试共 8899 名举人中式本经的情况，瑑瑢其中《诗》经的比例最高，

共有 3225 名，占到了总人数的 37%，其次是《易》经，共有 2500 名，占到 28%的份额，《尚书》1986 名，为

22%，《春秋》和《礼》分别为 643 人和 545 人，分别只占据 7%和 6% 的比重。按照南直地区平均 4% 左

右的录取率来推算，瑑瑣那么当时报考《诗》经的总人数将高达 8 万多人次，平均每一科选择《诗》经的人

数在 1250 人左右。这一情况，体现了南直隶地区科举最主要的专经特征。
不过，分经取士的制度设计提醒我们，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基于五经比

例录取的结果。吴宣德关于明代会试的讨论已初步证明了这一点。瑑瑤在此，本文进一步对乡试的情况加

以统计，并与会试进行比较，以求对明代情况的整体把握。

表 1 明代南直隶乡试、会试五经录取平均值

《春秋》 《礼》 《尚书》 《易》 《诗》

明代会试 8% 8% 22% 26% 35%
明代南直隶乡试 7% 6% 22% 28% 36%

表 1 中的数据显示，在明代会试与南直隶的乡试中的五经录取比例相当接近。《春秋》的比例大概

维持在 7% ～8%之间，《礼》则在 6% ～ 8% 之间，《诗》比例最高，占据 35% 左右的份额，《尚书》和《易》
分别在 22%和 30%左右变化。我们注意到，万历四十三年之后，明代各地解额数已经在开始调整，虽

然南直隶地区的解额数一直趋于增长瑑瑥，但五经的录取比例并没有随之发生变化，这说明这样一种录取

比例在明代科考体系中是比较稳定的。
明代的情况，还可以从清初的规定中得到反映。在顺治二年确定的各省乡试录取额数中，对当时

江南省( 即明代南直隶地区) 的五经录取比例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

顺治初年定京省各经中额。……江南《易经》五十四名，《诗经》五十三名，《书经》三十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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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十一名，《礼记》十名。瑑瑦

顺治二年确定的江南省乡试名额共有 163 名，瑑瑧以此计算，则《易》占 33%，《诗》占 32%，《书》占

21%，《春秋》与《礼》分别为 7%与 6%。这一比例，与表 1 的数据相当接近。考虑到明代南直隶最后一

科乡试，崇祯壬午科的解额数也为 163，因此顺治二年江南省的解额数，正是对明代规制的继承。以此

推之，江南省所规定的五经录取比例，应该也是承袭自明代。据此，我们便可根据清初各省的五经录取

比例，推导出明代各地的专经情况。具体见表 2。瑑瑨

表 2 清初各省五经分经录取额数表

《易》 《诗》 《书》 《春秋》 《礼记》 五经总数( 清) 五经总数( 明)

直隶 49 60 36 15 11 171 170
山东 23 35 20 6 6 90 88
山西 21 27 18 6 6 78 78
河南 28 34 17 8 7 94 93
陕西 20 27 20 5 6 78 78
江南 54 53 35 11 10 163 163
浙江 39 29 22 9 8 107 107
江西 40 32 29 6 5 112 110
福建 34 35 21 8 7 105 105
湖广 31 40 19 7 8 105 105
四川 21 30 20 6 6 83 83
广东 23 36 15 6 6 86 86
广西 15 18 17 5 5 60 60
贵州 10 12 9 5 4 40 40
云南 16 18 11 5 4 54 49

对比表 2 中所列清初与明代末科乡试解额数，可知清初的数字基本是在明代的基础上稍加损益，

所以五经取士的比例也不外如是。此外，对清初科举试录的初步分析，也证明了这一推论。瑑瑩

由于明代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范本，使得宋元以来仅存的几部科举名录也有了分析的意义。
因为通过比较，我们至少能够了解不同时代之间的具体变化。现存的宋代登科录中，可资专经统计的

仅有宝佑四年一科，瑒瑠是科共录取进士 601 名，可考者 570 名，其中诗赋进士 312 名，经义进士 258 名。
经义进士中，《诗》35 人，《春秋》38 人，《易》36 人，《礼》36 人，《尚书》113 人。这一比例，反映了《尚书》
为重的录取情况，而其余四经大致相当的录取人数，也证明分经取士制度在保证各经平衡方面，确实具

有一定的效果。
元代的情况可见于《元统元年进士录》。瑒瑡其中所列的 50 名南人、汉人进士中，《诗》为 13 人，《尚

书》为 13 人、《春秋》为 10 人，《易》为 9 人，《礼》为 1 人。这样的结果，反映出元代《礼》经的遭遇，比之

宋代更为孤绝，《春秋》较《易》经录取还多 1 人，似乎摆脱了唐宋困厄的局面。而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指

出，《春秋》在元代，确实受到了士子的追捧。瑒瑢其中原因虽尚不明确，但这样一种专经的风气显然延续

到了明初。从洪武首科进士录取各经的比例来看，录取的 120 名进士中，《诗》29 人、《书》24 人、《易》
18 人，《礼》7 人，《春秋》则高达 39 人，占五经录取总数的 32% 左右，瑒瑣依然可见元朝重《春秋》的痕迹。
只不过，这样一种考试录取格局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稍后建文二年的会试中，《春秋》人数就已减少至

17 人，比重也降低至 15%。至明终，《春秋》所占各科会试、乡试的比重始终维持在 10%上下。
根据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科举专经这一历史现象，由于时代不一，决科

之利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唐代呈现孤绝之势的《春秋》与《礼》一度困厄至宋，但在分经取士制度的引

导下，略有回升。南宋末期，《尚书》成为当时最受士子欢迎的经典。但在随后的元代被《春秋》取而代

之。从明代开始，整个科举考试的五经中式情况逐渐回复到唐宋时的景象，《诗》、《书》、《易》成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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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比例最高的经书。清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制度设计，直至乾隆年间专经取士制度废除。瑒瑤

三、专经与科举群体的产生

对专经现象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我们再来重新讨论科举人才的相关问题。在各经录取比例

固定的前提下，可以认为，科举考试的竞争，实质上是专经名额的竞争。士子对“决科之利”的追逐，其

实是在寻求不同时期专经录取的最大几率。这就使得地方科举群体的产生，势必会呈现出对某一经书

的依赖倾向。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科名鼎盛这一历史现象，学界已有详论。江南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好学勤学

的社会风气以及优良的社会坏境造就了其明清时期的科举盛况。瑒瑥因此，若要检视科举专经对于传统科

举地理研究的解释效力，江南地区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为便于问题的说明，本文选取明代苏州与徽

州地区加以比较考察。

表 3 明代苏州府乡试五经中式比重表

《春秋》 《礼》 《诗》 《书》 《易》

苏州府 109 90 460 229 866
南直隶 643 545 3225 1986 2500
比 重 16． 9% 16． 5% 14． 2% 11． 5% 34． 6%

首先我们来看苏州府的情况。表 3 中，将苏州府的五经录取人数与南直隶进行了比较。可以看

到，苏州地区中举经书最多的是《易》，共有 866 人，其次是《诗》，有 460 人，《书》、《春秋》、《礼》分别为

22、109 和 90 人。结果表明，只是在《易》经的中式上，苏州士子便占据了南直隶三分之一强的份额。这

意味着，明代南直隶十八府州乡试《易》的录取人数中，每三人中便有一人来自苏州地区。因此，苏州府

科举地位的凸显，应该是得益于本地士子在《易》经上的竞争优势。而前文提及的曾在直隶地区推广

《春秋》、《礼记》的昆山人顾潜，正是在弘治二年南直隶己酉科乡试中，凭借《易》经中式。瑒瑦

专经的中式情况在苏州府下辖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明代科举史上同样有重要地位的昆山，邑

人杨循吉一句“吾乡多《易》”瑒瑧，道出了此地专经的取向( 见图 1) 。而与昆山毗邻、同样以科第闻名的

常熟地区，专经的特征则显得有些特别。该地区《易》的中式率明显低于昆山，但在《诗》经中式上却尤

其突出( 见图 2) 。明代常熟地区共考中进士 171 名，在江南地区县级区域中位列第八，瑒瑨举人 385 名，

在县级区域中排名第三。瑒瑩通过对常熟地区 309 名举人中式情况的分析，发现《诗》经中式比例高达

76%，其次是《尚书》和《礼》，各占 9%和 8%，《春秋》和《易》只占 4%和 3%。可见常熟科考的优势，主

要体现于该地区士子较高的《诗》经中式率上。常熟举人孙楼在论及本地科考盛况时，也是不遑多让:

“余邑士以善说《诗》名于吴，其解人颐也，不让西京之匡生。”瑓瑠而在邻邑的太仓人张溥看来，常熟在

《诗》上的专经优势，在当时足以睥睨海内:“海虞学士家世传《诗》，海内以《诗》显者，皆不免诋呵。”瑓瑡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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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州地区相较，徽州府则是另一番景象。笔者共统计了 839 名明代徽州府本地中式举人，其中

《春秋》中式人数最多，共有 239 人，占近 28%的份额，其次是《尚书》，共有 236 人，《易》位列第三，共有

150 人，再次是《诗》和《礼》，分别为 148 人和 66 人。瑓瑢可见在徽州地区，饱受冷落的《春秋》成了举子们

追逐的“决科之利”。不过，这样的专经特征，在徽州府下辖的各县域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在歙县中举的 130 人中，《春秋》为 35 人，《诗》30 人，《尚书》32 人，《易》25 人，《礼》则只有 8 人，

除《礼》外，各经中式较为平均。休宁中举 103 人，《春秋》为 16 人，《诗》18 人，《尚书》18 人，《易》46
人，《礼》为 5 人，《易》经中式呈现优势。婺源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春秋》为 18 人，《诗》25 人，《尚

书》76 人，《易》42 人，《礼》11 人，《尚书》地位较为突出。而在祁门地区的 121 名中举士子中，《春秋》
一经便占据了 84 个名额。

从高级科举人才的数量上看，歙县与婺源是明代徽州府科考较为发达的地区。瑓瑣不过笔者通过对徽

州地区科举人才数量时间变化的分析发现，明中前期，祁门地区产生的科举人才要明显高于二县，其原

因应该与此时盛行《春秋》，而祁门士子又恰好以研习《春秋》见长有关。瑓瑤如成化四年戊子科，徽州府共

考取 12 名举人，其中 11 人是以《春秋》本经中举。而从景泰元年庚午科直至弘治二年己酉科的 14 科

考试中，祁门县学共考取 45 名举人，43 人是以《春秋》本经中式。对于祁门一地的科举盛况，当时人曾

评论道:

祁门，徽之属邑也，介乎众山之间，编户不逾五千，而其名特著于天下者，以科目人材也。他郡

他邑非乏科目，而祁门特著者，以其多《春秋》也。天下之学《春秋》者众矣，而祁门独盛者，以其群

居学校，受授有自而然者也。瑓瑥

祁门的事例表明，地区科举群体的规模与消长，与该地区士子的专经之业密切相关。不然，便很难

解释为何在经济、文化并不优越的祁门，也曾一度占据着徽州府科考的领先地位。地方专经对于科举

群体的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四、结语

通过科举文献的梳理与量化分析，大概可以确定，科举专经这一现象肇始于唐，积淀于宋，至元明

而蔚为大观，涌现出了如昆山之于《易》、常熟之于《诗》、徽州之于《春秋》的专经之地。明代人吴宽曾

对明代的地方专经现象有较为全面的概括，其谓: “士之明于经者或专于一邑，若莆田之《书》、常熟之

《诗》、安福之《春秋》、余姚之《礼记》皆著称天下者，《易》则吾苏而已。”瑓瑦其中的莆田、安福、余姚均为

明代科举兴旺之地，瑓瑧作为江南富庶之地的苏州地区更是毋庸质疑。但偏居徽州一隅的祁门，自宋元以

来便属科举欠发达地区，瑓瑨却能在明初一度占据徽州科举的翘楚，这样一种变化，恐怕只有通过“专经”
的视角方能理解。而从唐至明的专经历史表明，科举史的形态固然会呈现出不同时代下的样貌特征，

但科举专经可以视为贯穿科举时代始终的一个内在理路。这样一种视角，无疑能为我们审视唐代以来

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科举地理现象提供新的路径。

注 释:

①葛剑雄:《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30 －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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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 － 明代 ＜ 诗经 ＞ 学史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281 页

⑥鹤城九章:《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 － 明代科挙と礼学》，《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 50 號第一分册文科編。又见氏著《明代余

姚的〈礼记〉学与王守仁———关于阳明学成立的一个背景》，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 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56 －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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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Examination Group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

DING Xiuzhe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held in South Zhili region in the Ming Dy-
nasty． It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and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regulated the imperial group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resources． Also，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in examination group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local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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